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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的：探讨农村社区人群抑郁症患病影响因素。 方法：采用分层多级随机抽样方法，共完成调查 7347 人，以
SCID-I/P 为诊断工具，共筛查出抑郁症患者 295 例，全部符合 DSM-IV 诊断标准。 以同人群中未患抑郁症者 7052 人
为正常对照组。 结果：女性患病率(4.6%)高于男性(3.2%)；不同年龄组间患病率的比较，以 45 岁～75 岁中老年人群患
病率较高。 多因素 Logistic 回归分析结果，抑郁症的患病影响因素有性别为女性(OR=1.334，95%CI：1.040～1.711)、年
龄(OR=1.012，1.002～1.022)、受教育程度较低(OR=1.428，1.048～1.946)、职业为农业劳动者(OR=1.490，1.050～2.115)、不
稳定婚姻状况(OR=1.628，1.174～2.260)、低收入(OR=1.361，1.066～1.737)、常住人口数(OR=1.132，1.042～1.230)、现患躯
体疾病(OR=3.020，2.345～3.888)等。 结论：浏阳市农村居民抑郁症患病影响因素主要有性别、年龄、低受教育程度、工
作为农业劳动者、不稳定婚姻状况、低收入和现患慢性躯体疾病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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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o explore the influential factors of depression in rural residents of Liuyang. Methods： A
stratified multistage random sampling was conducted and 7347 individuals of ≥15 years were interviewed with SCID to
assess major depressive episode (MDE) and dysthymic disorder according to DSM-IV criteria. 295 cases with depression
and 7052 controls of the same population were investigated. Results： The depression prevalences are higher in females
(4.6%) than in males (3.2%), higher in 45 to 75 years than in other age groups, All of the differences are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P<0.05). The results of multiple logistic regression analysis showed the influential factors of depression are
female (OR=1.334, 95%CI：1.040～1.711), age (OR=1.012, 1.002～1.022), lower education level (OR=1.428, 1.048～1.946),
being agricultural workers (OR=1.490, 1.050～2.115), in unstable marital status (OR=1.628, 1.174～2.260), lower income
(OR=1.361, 1.066～1.737), number of family usual resident members (OR=1.132, 1.042～1.230) and suffering with any
chronic somatic disease (OR =3.020, 2.345 ～3.888). Conclusion： The results suggest that the influential factors of
depression are sex, age, lower education level, being an agricultural worker, in unstable marital status (deuterogamy,
divorced or widowed), low income and suffering with any chronic somatic disea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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抑郁症的发病影响因素可以分为生物因素和社

会心理因素，生物因素的作用研究较多但尚无定论，
而社会心理因素的作用越来越受到重视 [1]。 国内外
抑郁症流行病学调查结果显示，具有较低文化程度、
婚姻状况不稳定、 低收入等特征的人群抑郁症患病
率较高，但不同研究差异较大[2，3]。 此外， 职业状况、
应激生活事件 [4]、社会支持、家庭暴力、收入不平等 [5]

等都可能与抑郁症的发生有关。 本研究以浏阳市农
村社区人群为研究对象， 探讨一些社会心理因素和
躯体疾病对抑郁症患病率的影响， 为进一步开展抑

郁症的流行病学研究和制定抑郁症预防、 控制策略
提供依据。

1 对象与方法

1.1 调查对象
于 2007年 3月～5月进行了浏阳市≥15岁农村

常住居民抑郁症抽样调查， 采用分层多级随机抽样
方法， 共完成调查 7347 人， 以 SCID-I/P 为诊断工
具，共筛查出抑郁症患者 295例，其中重症抑郁发作
患者 234 例，心境恶劣障碍 61 例，全部符合 DSM-
IV 诊断标准。 以 295 例抑郁症患者为病例组，以同
人群中未患抑郁症者 7052人为正常对照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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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患病危险因素的调查
对所有研究对象由调查人员询问并填写 “基本

情况调查表”，主要内容包括社会人口学特征、婚姻
状况、调查前一年的工作情况、家庭情况(人均年收
入、家庭人口数和家庭常住人口数)、慢性躯体疾病
现患情况、吸烟(现在或曾经吸烟至少每天 1 支并持
续 6 个月以上)和过多饮酒(自我感觉喝酒过多或家
人曾说过其喝酒过多)情况等。
1.3 数据整理与分析
采用 SPSS 13.0 建立数据库并进行统计分析。

2 结 果

2.1 性别和年龄对抑郁症患病率的影响
本研究对象 7347 人中， 男性 3358 人， 女性

3989 人，最小的 15.00 岁，最大的 97.25 岁，平均年
龄 49.73±16.30岁。 不同性别间比较，女性抑郁症患
病率 (4.6%) 高于男性 (3.2%)， 患病率的性别比为
0.706，差别有统计学意义(χ2=8.928，P=0.030)。 在按
年龄分层后，25～34 岁、45～54 岁和 65～74 岁几个年
龄段男女抑郁症患病率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
0.05)，其余各年龄段男女抑郁症患病率的差异无统
计学意义(P>0.05)。 在按性别分层后，男性中以 55～
64 岁年龄组抑郁症患病率最高，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χ2=18.015，P=0.006)；女性以 45～54岁年龄组抑郁症
患病率最高， 差异亦有统计学意义 (χ2=29.173，P=
0.000)。 见表 1。

表 1 不同性别、年龄组间抑郁症患病率的比较(%)

注：a Continuity Correction

2.2 受教育程度、职业和婚姻状况对抑郁症患病率
的影响

受教育程度为小学及小学以下组抑郁症患病率

高于初中及初中以上组。 不同职业人群抑郁症患病

率的比较结果， 农业劳动者的患病率高于其他职业

人群。 不同婚姻状况人群抑郁症患病率从高到低依

次为离婚（10.6%）、再婚（8.2%）、丧偶（6.2%）、初婚

(3.9%)、未婚(1.8%)。 见表 2。

表 2 不同受教育程度、职业和婚姻状况人群

抑郁症患病率的比较(%)

2.3 家庭人均收入和家庭人口数对抑郁症患病率
的影响

抑郁症患者的家庭人均年收入中位数为 2333
元，低于正常人(2500 元)，差别有统计学意义(Mann-
Whitney Test，Z=3.111，P=0.002)，且抑郁症患病率和
OR 随家庭人均年收入(元)增加而降低，差别有统计
学意义(χ2=14.972，P=0.039)，各组人均收入和患病率
的等级相关系数(Spearman) rs=-0.905，P=0.002，说明
可能存在剂量-反应关系。 见表 3。 抑郁症的患病率
有随家庭人口数或常住人口数增多而降低的趋势，
差别均有统计学意义(P<0.05)，家庭人口数和抑郁症
患病率的等级相关系数为-0.857， 家庭常住人口数
和患病率的等级相关系数为-0.964， 均有统计学意
义(P<0.01)。 独居定义为“家庭人口数＝1”或“常住人
口数＝1”。 独居者抑郁症患病率(7.2%)高于非独居者
(3.9%)，差别有统计学意义(χ2=4.085，P=0.043)。

表 3 不同人均年收入组间抑郁症患病率的比较(%)

注：χ2=14.972，P=0.039；Spearman rs=0.905，P=0.002

2.4 慢性躯体疾病、吸烟和饮酒过多与抑郁症的共
病患病率

患有确诊的慢性躯体疾病者抑郁症患病率

(7.6%)高于未患确诊的慢性躯体疾病者(2.4%)，差别
有统计学意义(χ2=110.402，P=0.000)。 按性别分层后
是否患慢性躯体疾病与抑郁症的联系仍有高度统计

学意义(P<0.01)。 吸烟者抑郁症患病率 (3.7%) 低于
不吸烟者 (4.2%)，差别无统计学意义 (χ2=3.189，P=
0.363)。 饮酒过多者患病率 (2.9%)与非饮酒过多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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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的差别亦无统计学意义(χ2=0.839，P=0.360)。
2.5 抑郁症患病影响因素多元 Logistic 回归分析
多因素分析采用二分变量 Logistic 回归分析，

向后逐步回归法， 结果有 7个变量对抑郁症患病率

的影响有统计学意义(R2=0.068)，性别为女性、年龄、
受教育程度为小学及小学以下、职业为农业劳动者、
不稳定婚姻状况、人均收入<2000 元、常住人口数、
现患躯体疾病等抑郁症患病危险性增大。 见表 4。

3 讨 论

本次调查现场选择在湖南省浏阳市， 该市位于
我国中南部，经济发展位处中等水平，90％以上的居
民居住在农村，对我国广大农村地区具有一定的代
表性。 本次调查结果显示，女性抑郁症患病率高于
男性，以 45 岁～64 岁中老年人患病率最高；受教育
程度越低，抑郁症患病率越高；离婚、再婚、丧偶等
不稳定婚姻状况高于未婚或初婚者；农业劳动者的
患病率是其他职业人群的 1.967倍。
家庭因素对抑郁症的患病率也有明显影响。 抑

郁症的患病率随家庭收入水平降低而增高，可能存
在剂量-反应关系(rs=-0.905，P=0.002)。 家庭人均年
收入<2000 元者的患病率是人均年收入≥2000 元
组的 1.423 倍。 国内外大多数研究结果都显示低收
入是抑郁症的危险因素 [6]，但也有研究结果收入与
抑郁症无联系 [7]，说明在不同社会背景下收入对抑
郁症的影响有差别。 收入不平等也与抑郁症有一定
联系 ，2002～2003 年 WHO 组织的一项研究表明 ，
MDE 与 Gini 系数成正比， 收入不平等的国家患病
率较高[8]。 此外，本次调查家庭人口数和家庭常住人
口数均与抑郁症的患病率呈负相关，独居者发生抑
郁症的风险是非独居者的 1.885 倍。 在中国农村地
区，广大居民相对受教育程度低，缺乏健康知识，卫
生服务条件差，家庭对精神、心理健康的影响作用
就显得更为重要。
患有确诊的慢性躯体疾病者抑郁症患病率高于

未患确诊的慢性躯体疾病者。 Lee 等也报道重症抑
郁发作(MDE)与其他精神障碍(OR＝22.0)和慢性躯体
疾病(OR＝3.2)有较高共病风险[9]。
多因素 Logistic 回归分析结果， 抑郁症的患病

影响因素主要是性别、年龄、较低受教育程度、工作

为农业劳动者、不稳定婚姻状况(大龄未婚、再婚、离
婚或丧偶)、低收入和现患躯体疾病等。 分析结果还
显示决定系数(R2)只有 0.068，即上述变量只能解释
抑郁症发病影响因素的 6.8%，说明对抑郁症的发病
影响因素还需要做一步研究。
本研究结果与国内外大多数研究结果有较好一

致性[2，3，6]，如江西省抑郁症调查结果，年龄 45～54 岁、
女性、 离婚或丧偶、 文盲或低收入与抑郁症明显相
关，而有无固定的职业、地区的不同、经济区域的不
同对抑郁症的总患病率没有明显的关联[6]。马辛等报
道北京市抑郁症调查结果，女性高于男性，年龄≥55
岁者高，农村高于城市，文盲和小学文化程度者高，
再婚、离婚和丧偶者高，不在业者、月收入≤300 元
者及有家庭暴力者高[3]。 Pakriev 等在俄罗斯 Udmurtia
地区调查结果，农村人群中抑郁症患病率为 30.5%，
女性(40.5%)高于男性(17.4%), 寡/鳏居(68.8%)、离婚
(55.6%)者抑郁障碍患病率较高，但与种族、受教育
水平、收入、居住条件无联系[7]。说明上述社会因素与
抑郁症的联系在不同地区、不同人群中是稳定的。
社会心理因素对健康的影响非常复杂， 多种因

素往往同时存在并相互影响(交互作用)，如低收入
与低文化程度往往互为因果。低受教育程度、社会地
位较低的职业或无固定职业、不正常婚姻状况、低收
入、 较多躯体疾病或较差躯体健康状况等往往同时
存在，上述因素又常常伴随着不良的生活环境、糟糕
的劳动条件、营养不善、卫生知识的缺乏等等，使其
对健康的影响作用难以区分。
本次调查为横断面研究， 对于既往抑郁发作是

以研究对象的回忆为依据，可能存在偏倚 。 一些影
响因素是以最近一年的情况为准， 不一定能代表发病

（下转第 638 页）

表 4 抑郁症患病影响因素的多元 Logistic 回归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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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越少；在控制了性别、年龄、受教育水平、婚姻状
况、居住状况、家庭收入水平、接受支持、给予支持水
平影响因素后老年人的孝顺期待水平对孤独感的影

响仍然具有统计学意义， 这与西方一些研究结果一
致[8]。 路径分析显示：老年人孝顺期待直接影响孤独
感，同时还通过给予亲子支持、接受亲子支持间接影
响孤独感。可能原因是孝顺是中国的一个传统美德，
中国老年人有较高的孝顺期待， 通过日常的言语和
行为使得成年子女觉察到了老年人对孝顺的高期

待，从而子女加强了与老年人的社会关系，增加了对
老年人的支持，从而降低了老年人孤独。而在较高的
孝顺期待下，老年人通常会力所能及的帮助子女，在
帮助子女的同时也将获得子女更多的支持， 在与子
女互动支持过程中，降低了老年人孤独感体验。
老年人与成年子女之间的社会支持影响老年人

的孤独感， 子女给予社会支持少的老年人孤独感体
验显著高于子女给予社会支持多的老年人， 接受亲
子支持多是老年人孤独产生的保护因素。 因为老年
人接受到子女的支持， 能够帮助老年人解决老年人
自己不能解决的问题，增强了老年人自信心，加强了
老年人的正向心理； 同时也满足了老年人期待子女
孝顺的意愿。老年人给与亲子支持越多，老年人孤独
感越低，控制一般社会情况、孝顺期待和接受亲子支
持后，给予亲子支持是孤独的独立影响因素。老年人
会通过向子女提供社会支持的方式来证明自身的价

值或能力，给予亲子支持能够证明自身价值和能力，

能够提升老年人自尊；同时老年人给予亲子支持，亲
子也将给予老年人更多的支持， 客观上增加了老年
人与亲子之间的互动，从而减低老年人孤独感体验。
由此可认为， 与成年子女之间的互动支持对老年人
的孤独感体验有着重要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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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的状态。 横断面研究结果只能说明各影响因素与

结局之间存在统计学联系，但不能证实因果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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